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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与 

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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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设一个“大的群

众党”。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逻辑起点应追溯到党的筹建与诞生之时。从革命时期党的群

众路线的发展过程看，在建党初期萌发与基本形成，土地革命时期正式形成，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革命时期党

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要有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依靠党的组织路线

来保障，必须坚决反对与严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各种腐败现象，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的有机

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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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党性质、阶级基础与党员规模看，无产阶级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现代大众型、群众型政党。作

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设一个“大的群众党”[1](P90)，就致力于组

织、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立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创造

性地形成了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路线，并不断发扬光大，并使之

成为党的生命线、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 

在建党百年之际，厘清并深刻认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在革命时期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并深刻总结

革命时期践行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这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政治密码”
[2]
，牢固树立我们党“来自于人

民、植根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等基本立场与基本观点，推进全党“不忘初进、牢记使命”，增强干事创业的

责任感。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本质与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3]作为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是如何孕育形

成的、在什么时间正式提出的？目前，理论界一般从“文本”或字面意思认为，1929 年 9月 28 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

第一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并深刻论述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起点来研究党的群众路线的萌芽、形成与发展。

然而从根本上看，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理应是“与生俱来”的；寻找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应该立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

本质特点、群众路线的政治本质与理论逻辑，到党的“生命”源头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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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党类型学角度看，依据政党成员构成与阶级基础，学界一般将政党划分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精

英型政党与大众型政党，这是对政党类型划分最为简单的“二分法”。根据战后西方政党政治新变化，西方学者柯什海默（Otto 

Kirchheimer）在 20世纪 60年代指出：整个西方社会存在着一个从个人代表型的中产阶级政党到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大众型政

党、最后到争取尽可能多选民支持的全方位（全能党）政党的发展过程，并提出了“全方位党”这一当代政党类型。[4](P177-183) 

毫无疑问，柯什海默等对西方政党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转型发展为考察对象与基本依据的。统筹考

虑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国家政党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状况，根据政治取向与成员数量，我们认为，自古代朋

党向近代“权贵党”转化以来，世界政党先后经历了从近代“权贵党”到现代资产阶级政党、再到现代大众型政党、再到战后

“全方位党”与“卡特尔党”、再到当代信息网络化政党的发展变化。 

比较而言，资产阶级政党等“精英型”政党一般人数较少、组织比较松散，有 10万、20万党员就足以称得上大党、能够赢

得大选胜利。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一般以广大劳动人民为基础和主要成员，党员数量众多、组织规模宏大、组织纪律严

明等乃其鲜明特点；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而言，有百万党员也难以称为世界大党、难以完成其历史使命，唯有密切联系

成千上万的广大民众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411)总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与生俱来就是一个

群众型政党；无论是以党员构成与阶级基础为划分标准、还是以政治取向与成员数量为划分标准，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

党始终都是大众型政党的“代名词”。 

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一种类型，本身就属于无产阶级大众型、群

众型政党。《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

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P413) 

在最近目的即当下奋斗目标方面，共产党人与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是完全一样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

地方只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

益”[5](P413)。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5](P413)。从马克

思恩格斯的上述经典论述，可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共产党只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一种，而且是最为先进的那一部分；

在组织特点方面，共产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毫无二致，都属于无产阶级大众型、群众型政党。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既不是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与近期奋斗目标，也不是政党组

织类型与组织特点，而在于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的先进性与彻底性。正因如此，我们党始终强调“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本质特征”。 

由党的先进性本质所决定，共产党人既不满足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也不止步于现实奋斗目标的实行，而是最低纲领与最高

纲领的统一论者，实现最低纲领是为了实现最高纲领创造基本条件；但无论是实现最低纲领还是最高纲领，共产党人都必须通

过紧密联系广大群众来实现。 

进一步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形成党的群众路线的先决条件与理论基础，就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树立与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本

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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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6](P697) 

从历史发展看，党的群众观的形成与确立过程，既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习运用相辅相成，也与近代中国工人运

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相辅相成。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李大钊主要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并逐步树立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基本观点，自觉摒弃了“英雄史观”。 

通过对欧美社会工人运动的观察分析，1917 年 4 月李大钊结论性地指出：“若英，若美，若法，政治上、社会上之一切改

革，罔不胚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7](P85)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就已经深刻认

识到：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源自于劳动阶级之运动，而非源自于个别英雄与少数精英人士。 

1919 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明确写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

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8](P32)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树立起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与群众观，而且深刻批判“英雄史观”，1916 年 5 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明确指出：“盖唯民主义乃

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9](P157)强调“吾民当知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

莫可恃，匹夫之责，自我尸之”
[9](P158)

。 

到了 1921年，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0](P4)在此意义上看，1921 年 7月中国

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已经树立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大众型、群众性、使命型政党。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将党的群众路线的源头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与诞生之时。这与目前理论界将党的

群众路线的源头锁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定位于1929 年 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等有明显不同。 

有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

逻辑与实践源头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与诞生之时，才能从理论与实践上有效诠释“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

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11](P71)“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12](P40)“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等一系列基本政治判断，才能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与群众路线的认识，

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根本上树立群众观点，增强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二、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进程：从建党萌发到党的七大发展成熟 

尽管从政治本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注定是一个广大群众性政党，坚持群众观点、走群

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质与发展规律使然。然而，无论政党本质、政党发展规律还是党的群众路线，都有一个在实

践中不断展开、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们对政党本质、政党发展规律、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发

展过程。而且，群众路线之“群众”，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多维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人民群众是相对于少数精英与英雄人物而言的，一般是指在社会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3](P1475) 

毛泽东这里所言的“人民”，意思基本上与“群众”相同。然而，理解党的群众路线之“群众”，至少有两个维度、两个

层面的意蕴：一是在党群关系层面，对党与党员而言，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非党人员，均属于“群

众”范畴，故工人观点与工人路线、农民观点与农民路线等，也属于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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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就干群关系而言，对干部而言，基层“非干部”党员也属于“群众”范畴。因此，理解党的群众路线的萌发与形成，

不能拘泥于对“群众”“群众路线”的字面理解与抽象认识，必须对群众与群众路线作历史的、具体的理解。故本文立足于“中

国共产党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群众型政党”这一政治本质与逻辑起点，把党的群众路线的源头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筹建与诞生之时。 

纵观革命时期党的理论与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客观上有一个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其中，建党初期，即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乃党的群众路线的萌发与基本形成期；土地革命时期，即从 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召

开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乃党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期；抗日战争时期，乃党的群众路线的成熟期，解放战争时期

党的群众路线又有所丰富与发展。 

（一）建党初期党的群众路线萌发与基本形成（1921—1927) 

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质与内在规定性所决定，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致力于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群众党”。中国共产党

创建“群众党”的内在要求，可谓“一体两面”：一方面，党要积极吸收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

党，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性、群众性政党。 

另一方面，党要实现在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必须密切联系与带领广大群众来进行，必

须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萌发是与马克思主义群

众性政党的创建过程相辅相成的。 

从历史发展看，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性文件看，本身就包含

着“建党”与密切联系群众（工人）的根本要求。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明确将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条明确强调，“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1](P3)；

第三条明确要求“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第四条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

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1](P3)。 

上述四条规定，充分体现了创建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之“一体两面”要求：一是要紧密联系无产阶级，“把工人、农

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二是吸收广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另外，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指出，“本

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P6);要求成立工人学校、组织与教育工人，以“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1](P7)。 

在一大之后，为加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央局于 1921 年 8 月 11 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党领导工

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毫无疑问，在当时，工人、农民和士兵都属于群众范畴，其中，工人阶级作为党的阶级基础，无疑

是重点工作对象。由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建党伊始，我们党就把组织、教育、团结工人作为基本任务，基本形

成了“工人路线”思想与行动，这其中无疑蕴含着群众路线思想。 

1922 年中共二大在明确党的最低纲领、制定第一部党章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建设“一体两面”的认识

进一步深化。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不仅明确提出“群众党”概念，还明确提出组成“群众党”的基本原则，

即“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P90)；明确提出组成“群众党”的基本条件，即要紧靠工人阶级的力量，

也要密切联系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还要团结大多数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二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1](P113) 

二大之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进一步指出：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

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1](P124)。另外，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

的决议案》等明确提出组成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要求联合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全国革新党派以“建立一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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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联合战线”[1](P63)。 

从中共二大明确提出“群众党”以及组成“群众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条件看，尤其是从“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

大的群众里面去”这一根本要求看，尽管二大没有正式提出“群众路线”概念，但关于“群众党”建设的基本要求、基本内容、

基本方略等所蕴含的基本思想，已经彰显出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与基本要求。在此意义上看，中共二大已经提出并基本形

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 

1923 年中共三大通过的由谭平山和毛泽东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要求重视全国广大农

民，初步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方略。这正如该决议案所强调：“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

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1](P151) 

在此基础上，1925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不仅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与

工农联盟问题，而且进一步强调“群众性政党”建设的“一体两面”。其中，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四大提出要执行使党群众

化的组织路线[1](P379-380)，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到自身组织建设上来，要求扩大党员规模与组织规模，加强党

对工农革命与群众运动的领导。 

在这次会议精神指导下，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迅速增长；党员人数由一大时的 50余人、二大时的 195 人、三

大时的 420 人、四大时的 994 人，经过两年发展，到了 1927年 4月中共五大时达到 57967 人。[14](P36,P43,P57,P62)党员规模与组织规模

的扩大，使得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众党”初具规模，成功实现了从最初的“组织宣传小队”向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第一

次历史跨越。 

同时，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

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P472)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思想。到了 1927 年 3月，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农民万岁”[15](P19)的口号，主张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

彰显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1927—1937)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大革命失败以后，严峻的革命形势告诉我们：要推翻旧政权，仅仅依靠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远

远不够，必须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武装斗争反抗与推翻反动统治；要壮大党的力量，必须加强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

须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7 年“八七会议”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总方针的基础上，进

一步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阶级基础，认为“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

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的党的基础”[16](P252-253)。 

1928 年 6—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把“争取群众”作为当时的总路线，强调“党的总

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
[17](P314)

。具体而言，六大把“争取群众的目的”定位在

“准备武装起义”，强调争取群众必须艰苦、耐心地去做工作，必须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必须坚决反对与克服盲动主义与

命令主义，因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18](P391) 

不难发现，无论是从“争取群众”总路线的内容要求、语言文字表述还是后来的贯彻落实情况看，中共六大不仅基本提出

了“群众路线”概念，而且把“群众路线”上升到党的总路线高度来强调，无疑是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主要标志。 



 

 6 

一方面，从语言文字表达上看，从“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到“党的群众路线”的明确表述，中间基本没有语言障碍与

逻辑障碍；甚至可以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简略说法，也是贯彻“党的总路线”的必然要求与根本要求。 

另一方面，就理论界对群众路线概念的正式提出的认定情况看，有的认为 1928 年 11 月李立三在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

话时，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概念，其主要依据在于李立三在此次谈话中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

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19](P565) 

有的认为 1929 年 9 月周恩来支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首次明确使用“群众

路线”概念，其主要依据在于“九月来信”中有三处使用“群众路线”一词，如：强调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

军单独去干”
[21](P36)

，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
[21](P39)

，等等。 

然而，结合中共六大确立的“争取群众”这一总路线去看，李立三所言的“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一句，并非提出“群

众路线”这一概念，而是“争取群众这一党的总路线”的口语化或非标准化表达；“九月来信”中明确使用与强调的“群众路

线”，理应是贯彻落实中共六大提出的“争取群众”这一党的总路线的精神要求所在。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党的群众路

线的概念与基本思想在中共六大正式形成。 

在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群众观点的经典论述，并从实践论、方法论（领导方法与工作

方法）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比如，1929 年 6 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思想

观点，并批判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1](P68)。 

1930 年 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5](P109)

的著名论断，

把调查研究作为了解群众的不二法门，把深入群众作为调查研究的必要条件。这正如毛泽东所言：“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

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5](P111)那么，如何克服这种现象？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

是“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到群众中实际调查去”。[15](P112,P116)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

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15](P139)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著名论断，同时强调必须关心

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总之，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赢得战争”的思想观点，充分体现

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基本思想；而且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进一步诠释了党的群众路线，将党对群众

路线的认识从理论层面、路线层面进一步推进到方法层面与具体工作层面，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土地革命时期正式形成的又一重

要标志。 

（三）全面抗战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成熟及其标志（1937—1945) 

从 1938 年 9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到 1945 年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群众观，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1](P1031)

，把“有无群众观点”作为中国

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把群众观点作为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而

且，立足于党的群众观，明确提出了与群众路线相辅相成的干部路线、党的建设目标、科学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等一系列事

关群众路线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到了中共七大，我们党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作出完整而科学的概括，标志着党的群众路

线在革命时期的成熟与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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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8 年 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不仅明确提出党的组织路线与干部路线，

而且将党的政治路线、群众路线、组织路线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言，为了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必须制定一条马克思主义

的组织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

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22](P527)。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

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2](P602)作为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把“广大群众性”作为党建目标的基本要求；同时，

明确提出了党在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

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22](P605)。从此以后，“党的建设必须密

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成为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要把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必须依靠科学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来实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

索形成了一套以群众路线为本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并将其生动描述为：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转

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转化为群众的意见，进而使群众自觉贯彻下去见诸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

考验与检验其正确性；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21](P899)

上述精辟而生动的论述充分表明，毛泽东把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与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本的科学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使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

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 

1945 年中共七大概括提出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是对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作出完整而科学的概括，

这标志着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成熟与定型。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

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概括为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三大优良工作作风”
[21](P61093-1094)

，把密切联系群众视为共产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党的群众路线，明确提出密切联系群众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

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P1096)。二是要求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毛泽东认为，只要依靠人民、坚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与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

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1](P1096)。三是要求必须克服与纠正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

自满等不良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将党的群众观点系统归纳概括为“五大基本点”
[23](P348-353)

；同时，从党的领导

高度对群众路线作出高度概括，强调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

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

线”[23](P348)。 

三、革命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与基本启示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观与政党观，在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探索形成了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革命时

期贯彻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制定与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前提，制定与贯彻科学的干部路线是贯

彻群众路线的基本保障；当党的群众路线得到正确贯彻落实时，党群关系就会得到改善与加强党的工作局面与革命局面就会得

到改善党的事业就会得到顺利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概括说来，革命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与基本启示，

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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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群众观基础之上的，既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群众立场、群众观点、领导

方法与工作方法，也内含着群众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标准的完整统一，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

正确理解与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对一个政党而言，秉持“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折射出该政党的政治立

场、政治态度与群众观。 

一个政党若秉持“英雄史观”，必然信奉“英雄创造历史”、奉行“精英路线”，把人民群众视为英雄人物的追随者、政

党精英起舞的“啦啦队”。反之，一个政党若秉持“唯物史观”，必然坚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必然会坚持群众观点、

奉行群众路线、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0](P4)在建党与革命实

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人民立场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政治立场，而且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群众观点，先后提出了“农民万岁”“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等一系列思想观点，形成了以“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

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23](P354)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观点，把“有无群众观点”作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把群众观点

作为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11](P71)，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科学

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21](P899)，把群众标准作为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从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牢固树立人民立场、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

度、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唯有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才能形成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自觉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唯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才能将党的群众路线有效

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在贯彻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唯有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把人民群众标准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工

作的最高标准，才能真正落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唯有始终维护、发展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才能赢得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对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而言，上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可逆转。 

其二，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依靠党的组织路线来保障。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

表明：一方面，党的领导、党的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党的历史使命是相辅相成的，若不能制定与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

领导与党的事业就会被削弱。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党的自身建设要密切联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保证党的路

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就是同‘左’右倾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党要积极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党的

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有赖于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24](P83) 

另一方面，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群众路线、组织路线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难以克服教条主义

与本本主义、做到实事求是，就难以正确认识形势任务与发展规律、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为

决定性的因素，没有正确的干部路线与组织路线，党的政治路线与群众路线都难以得到贯彻落实。 

总之,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关系，正确处理党的政治路线、群众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党的正确的

政治路线、以科学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作保证来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在革命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历史

发展看，在建党初期，中共一大在明确党的纲领基础上，就明确使用了“政治路线”一词，强调“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

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1](P6) 

二大则明确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

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作为党在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1](P90)，彰显了革命时期

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同时，二大明确提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P90)这一基本党建目标。

1925 年四大明确提出要“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1928 年中共六大明确把“争取群众”作为当时的总路线，并对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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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根据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明确提出了以“密切联系群众”“才德

兼备”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路线与干部路线。在上述基础上，1945 年在中共七大刘少奇结论性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

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23](P342)

只有深刻认识党的群众路线的至关重要性、六大“争取群众”总路线的

基本要求，深刻认识党的群众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密切相关性，才能深刻理解刘少奇关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

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一历史结论。 

其三，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必须坚决反对和严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各种腐败现象，以正风反腐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从根本上看，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绊脚石”，权力腐败则是腐蚀党心民

心的“毒药”。要将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实践中，既需要相应的态度，更需要科学的举措、方法与制度保障。 

在革命年代，为了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党内法规，

坚决反对和有效惩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腐败现象。在建党初期与大革命时期，就深刻认识到，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投机

腐败的坏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这不但无法进行革命工作，也必将为群众所厌弃。 

1926 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要坚决地清洗党内不良分子、同不良倾向做斗争，

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5](P282)在井冈山时期，为了克服“扰民伤民”现象、密切联系群众，

我们党制定颁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即“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26](P241);1928

年 1 月毛泽东在部队纪律教育时又宣布了“六项注意”，即“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26](P254)，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执行情况。这三条纪律、六项注意经过严格

执行与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世人皆知、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革命时期我们党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

的重要法宝。在中央苏区，1932 年至 1934 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制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

为》等法令[27](P224)，建立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部等专门机构来查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在全面抗战时期，1937 年 8月中共中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把“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作为重要内

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惩治贪污条例》等明确要求，政府工作

人员要公正廉洁，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28](P139)，

在实践中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29](P91-92)。 

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法来抵制与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创造了党内整风

这一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模式与方式，即充分汲取以往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深刻教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基本方针，有效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武器，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

义、党八股、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以实现党内团结统一、密切联系群众之目的。 

从表面上看，延安整风运动着力反对的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与官僚主义现象；但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治和

消除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与行为，着力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与组织路线问题。从革命时期贯彻群众路线、正风

反腐的基本经验看，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对干部从严要求与从严管理，坚持经常性教育与严格执行党规党纪相结合，坚

持群众监督与组织监督相结合，坚持集中教育（整党整风）与重点整顿相结合，坚持改进作风与严惩腐败相结合，以党风廉政

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可谓革命时期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经验。 

其四，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只有如此，才

能争取群众、赢得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进行革命事业。即使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年代，我们党也始终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当前利益与现实利益。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是一个穷党，为什么却获得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来自

人民、以人民为靠山、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但口讲，而且实做。从革命时期的具体情况看，一方面，在建党初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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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在革命过程中则始终坚持立党为公、人民利益至上。毛泽东明确

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21](P809)，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

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22](P522)

。另一方面，在革命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注意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比如，建党初期领导、组织工人运动，就是从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入手，进而发展到争

取民主权利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切实关心群众疾苦、

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这正如毛泽东所言：要想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赢得群众真心拥护，就必须关系群众生活、注

意工作方法，就必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15](P138-139)。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注重运用

合法手段维护工人利益，提出“维护工人生活，劳资互助互让”的斗争口号。总之，革命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充分表明，

无论是党的政治立场、群众观点、根本宗旨与群众标准，从来都不是玄妙而抽象的理论，从来都是具体的、实践的，充分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全部实践之中，具体落脚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现实获得感与幸福感上。 

四、结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政治密码”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 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最初 50余人的小党，发展

壮大成为 400 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承担起救亡图存、人民解放与民族复兴的大任，为什么

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革命胜利？这其中的成功法宝与“政治密码”，既与加强党的建设、实施党的正确领导有关，更与正确

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密切相关。从根本上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向背决定执政成败与政党兴衰。而赢

得民心的根本，既取决于党的人民立场与根本宗旨，更取决于党的实际行动与丰功伟绩。 

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在革命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立党

为公、人民至上，始终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坚持追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现实利

益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30](P4)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型成为全国“执政党”，脱离群众成为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这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

坚持人民立场与群众观点，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必须继承与发扬革命时期密切联系

群众的优良传统与成功经验，始终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与时俱进地改进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模式与方

式，把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必须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标准作为检验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不断检

视自己，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中国人民的当

前利益、根本利益与民族利益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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